從「道德理想主義」探討唐君毅、牟宗三「新外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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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外王」之正名與形成背景

傳統外王
學之範圍，即《大學》所稱「齊家」、「治國」、「平天下」三方面，此畫分仍適用於現今，然須將「國」與「天下」擴大解釋，「國」當從過去封建諸侯國轉成現今的主權國家，「天下」當由過去大一統的中國擴大成世界。

本文主要是以「道德理想主義」為核心，討論當代新儒家
唐君毅、牟宗三二位先生新外王的說法。唐氏從廣義文化
角度，對中西文化之傳統及現代特性作出深刻反省；牟氏則就中西文化中之生命方向與型態作思考
，為現代發展找出適合方向。

「新外王」
既稱為外王，則具有外王學之普遍性，即與孔子內聖外王相互通貫之理想一致。牟氏言道：「內聖之學即儒家之心性之學，…其以道德實踐為中心，雖上達天德，成聖成賢，而亦必賅攝家國天下而為一，始能得其究極之圓滿。故政道、事功、科學，亦必為其所肯定而要求其實現。反之，政道、事功、科學亦必統攝於心性之學，而不能背離此本源。」
而「新外王」的「新」是指外王學的特殊性(或稱時代性)，牟氏明確指出「儒家學術第三期的發展，所應負的責任即是要開這個時代所需要的外王，亦即開新的外王。」

「新外王」的提出，除了承繼儒學關心現實政治民生的精神外，亦合於儒學重時變之精神。「新外王」的時代背景是在民國三十八年至四十八年間，中國政局產生重大變化，甚至還可遠溯至抗戰期間。牟氏嘗言「此十年間乃吾之文化意識及時代悲感最昂揚之時，此之蘊蓄由來久矣，溯自抗戰軍興即漸有此蘊蓄。」

這個階段，二次大戰浩劫及共產勢力大興，不僅影響中國，尚影響整個世界之政治、經濟、文化等發展，唐、牟在哲學思考進路上稍有不同，牟氏曾指出二人之差異：「唐先生書多重在正面疏通中國文化之精神與價值，使人對於中國文化有恰當之理解，糾正五四以來之否定主義。而我此期間之三書則重在批抉中國文化之癥結，以期蕩滌腥穢，開出中國文化健康發展之途徑。」
亦即牟氏認為唐氏著重正面揭示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以對抗時人之誤解；而他個人則在指出傳統文化之弊病，進而尋出健全的發展方向。

本文試著以「道德的理想主義」作為唐、牟外王學之核心精神，並強調此道德的理想主義並非狹隘的心性學，故而援引西方倫理學「正當」與「善」兩種概念，說明道德理想主義與現實問題之相互關聯。繼而指出唐、牟二氏之時代問題意識，即科學知識與民主政治的問題，藉由道德理想主義作出深刻反省。最後則針對現今問題作思考，指出道德理想主義在價值根源的確立上仍有其作用，然現實面部分則須再予強調，故而擬從正視人的有限性及提倡易教及禮樂教作為補充，使由道德的理想主義建立的外王學更具向外推擴的實踐力，對現實人性及生活有更深切的認識與感悟。

二 以正當表現善詮釋道德理想主義

牟氏所以提出道德理想主義，是為了對治「觀念災害」
—共產主義。何以牟氏會以作為內容真理的道德理想主義來對治共產主義，主要在於牟氏認為共產主義切斷了現實制度與價值真理的聯繫，造成人類社會的大混亂。遂主張：「惟有撥開一切成習現實而提煉其中之真理，方有真正之立場。」

所謂道德的理想主義，牟氏解釋此即是「孔孟之文化生命與德慧生命所印證之『怵惕惻隱之仁』是也。由吾人當下反歸於己之主體以親證此怵惕惻隱之仁，此即為價值之源，亦即理想之源。」
牟氏指出此仁心所以為道德之理想主義，是因能道德判斷、道德行為皆本於此。
此仁心是理性的，是指「道德實踐的理性」而非「理論理性」(即「邏輯理性」)，
而此仁心「抒發之每一理想皆表示一種『應當』之命令」
，以指導吾人之言行，此依命令所表現之理想是具有公平的、正義的、客觀的、無條件的、普遍性的「理」(或稱為「律則」)。
然牟氏強調，此仁心與普遍之理是透過盡倫盡性的道德實踐中體現，
即以客觀原則作為實踐之準則，於實踐中體證仁心及仁心本具之天理。

牟氏認為價值真理就表現於現實中，而現實能實現真理，即現實所表現的真理，即是所謂的正當，並無一孤懸的超絕道德至善，亦無離開至善而有所謂的正當性，而是人類活動的正當性中彰顯了最高善，最高善體現於人類實踐的正當性中。此觀點亦適用理解唐氏之說法。

唐氏將人類一切活動整體視為文化活動，並認為文化活動有其價值意義，故而對時代問題著重在肯定作為文化活動價值根源之道德理性。唐氏言道：「人類一切文化活動，均統屬於一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超越自我，而為其分殊之表現。…人在各種不同之文化活動中，其自覺之目的，固不必在道德之實踐，而恆只在一文化活動之完成，或一特殊文化價值之實現，如藝術求美，經濟求財富或利益，政治求權利之安排…等。然而一切文化活動之所以能存在，皆依於一道德自我為之支持；一切文化活動，皆不自覺的，或超自覺的，表現一道德價值。」

套入前所指最高善與正當之關係，唐氏認為道德理性乃一切文化活動所以存在之價值依據，而道德理性亦透過文化活動而體現其意義，亦即道德理性為文化活動自覺或不自覺的指導原則，而文化活動亦非僅是文化現象，而是具有理性的價值表現，即此可稱為最高善乃文化活動之實踐原則，而文化活動的正當性體現了最高善。

綜合唐氏所論，一來肯定道德理性為人存在之價值本源，二來將道德自我發用之場域，由內化之道德實踐擴大至文化活動的完成，前者合於孔孟肯定「仁」，肯定人的善性，後者則合於內聖通外王之理想；如此揭示文化活動之價值根源，並以「理一分殊」通貫之。

唐氏採「理一分殊」解釋道德自我與文化活動之關係，若以「多」與「一」的關係來看，是將林林總總的文化活動視為多，而文化活動背後文化理想之根源—道德理性則是一。若以「末」與「本」的關係論之，文化活動為末，道德理性則是本。而「本」與「末」的關係是，道德理性必顯為現實的文化活動，而文化活動必本於道德理性。唐氏言道：「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攝一切文化理想的；文化活動是多，是末，是成就文明現實的。」

唐氏鑑於現今學者多將文化活動之現實面與理想面割裂來看，遂只從現象面提出紛紜觀點，而無法逕從價值層面看出文化問題，使得文化活動與文化理想漸行漸遠。由於無法與人的道德理性關聯思考，致使文化逐漸脫離人之具體存在，使文化與人格皆因此異化，故而主張以「理一分殊」之觀念救正之，使本(一)與末(多)，即道德理性與文化活動重新聯結，使人在豐富文化場域及氛圍中找到生存的動力。

唐氏之所以將道德理性實現之場域由內化的道德實踐轉為更寬廣的文化活動，此乃是就道德實踐自然不容已會由個人走向社會。唐氏言道：「道德之實踐，內在於個人人格；文化之表現，則在超越個人之客觀社會。然而，一不顯為多，本不貫於末，理想不現實化，內在個人者，不顯為超越個人者，則道德自我不能成就他自己。…逐末而忘本，泥多而廢一，則將徒見文明之千差萬別，而不能反溯其所以形成之精神理想，…則人文世界將日益趨於分裂與離散，人之人格精神將日趨於外在化、世俗化。」

唐氏從文化整體面進行思索，較能全面對治人類困境，避免偏執之病。唐氏是從文化之價值面立論，即以道德理性為基礎來談文化問題。唐氏言道：「每一文化活動、文化意識，皆依吾人之理性而生，由吾人之自我出發。故每一文化活動均表現一對自我自身之價值或道德價值。」
亦即唐氏強調文化活動不只是現象，而是具有深層的道德精神，此見解實遠承於孔子。孔子言道：「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禮樂文化活動是本於人的道德心性，若離開道德心性，禮樂就只成為空具形式的虛文。

相較於當時西方盛行之存在主義，唐氏認為存在主義雖重視個人實存，然卻忽略了文化場域對人之重要，而易漸趨向宗教的神秘體驗。唐氏言道：「但是人如只是對人生存在之所遭遇之危機，加以展露，引動種種慄懼，以回到個人之主體意識中的真理，則雖可以通入一無窮深奧的內在世界，以至與神靈相接，但自外面看來，此仍只是人之精神，『卷之以退藏於密』。」

為避免如存在主義淪於走向封閉的生命情境的狀況，唐氏認為必須從個人生命走向社會。唐氏言道：「人必須轉退守而為進攻，而立大心，發大願，以徹底轉變現代社會文化的情勢，並把人在主體意識中體驗的真理，推擴普被出去，『放之以彌六合』，以實現於客觀世界。」

牟氏與唐氏均肯定道德理性之重要，一方面道德理性乃吾人行事之指導原則，同時道德理性必須落實於人類活動中，亦即最高善使人之行事朝向正當性發展，而人類活動之正當性乃體現了最高善。

牟氏與唐氏皆承繼儒家從仁心善性論人存在之意義，並認為此心所顯發之天理不僅內具於人心，體現於個人道德活動中；同時亦不容已向外推擴，實現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內聖通外王精神。

試將唐、牟氏所言道德原則與實踐相即不離之關係，與西方倫理學之目的論與義務論作對照，目的論是強調善(good)作為人類事物最高準則，以此作為正當(right)判準的最高依據，而正當是為了實現善；而義務論強調正當較善更具優先性，是獨立於善之外。即此而論，牟氏似乎近於目的論，同樣肯定善的優先性。但不同的是，牟氏所指的善，是指具有普遍義的道德理性，異於西方目的論主張相對義的善或形式義的善。

個人以為若將道德理想主義純粹理解為作為正當的指導原則，此則與唐氏所稱「理一分殊」及牟氏主張仁心與現實相一致的觀點不符，必須加入此道德善自然不容已地實現正當性，且吾人可藉由正當性中彰顯道德善。如此道德善就不只是作為形式義的原則，而是具有不容已的現實實踐力。若能同時正視道德善又道德善之現實實踐面，融合目的論與義務論，一方面肯定道德善之實踐力，同時亦能面對道德實踐過程中的個中艱難處，及由現實世界許多混雜模糊的地帶，而道德善便在人性艱難處及現實渾沌模稜間，彰顯幾微的道德善。關於正當與善之關係，簡言之，即正當非獨立於善之外，而是善與現實充分融合後的結晶，如同凝結於扇貝體內罕有的熠熠珍珠。

如果說肯定道德理想主義便是再次強調儒學恆常義的重要，那麼對客觀知識進行反省與限定便是新儒學的特殊性。談道德理想主義，不得架空虛說，而是應放在具體現實環境作檢視。唐、牟二氏所面對的環境，便是重科學知識與民主政治的時代，二氏均認為儒家之道德理想主義於此有發揮之場域。對於科學知識掛帥的現象，二氏分別從「理一分殊」及「一心開二門」觀點，作出深刻反省。

三 對知識過度擴張之反省與重新定位

唐氏與牟氏均重視正確看待知識的問題，唐氏從西方文化意識到知識權力過度擴張的嚴重性，此問題在西方存在主義業已提出，唐氏認為存在主義對科學知識之反省相當透徹，唐氏言道：「要挽救現代人類文化的危機，人類必須由抽象的存在轉成具體的存在，是不成問題的。而只求建立抽象普遍的概念或知識系統之科學思想，不能適切把握人生之具體存在，亦是不成問題的。」

而民國建立後，重視科學精神之風氣亦植入我國，唐氏對此提出三點反省：一、「不是人們之全不了解理論主義與各種計畫方案，…而是人與人根本缺乏了解」，二、「不是莫有人崇敬的高深主義理論，…然而中國現在社會處處缺少為人所崇敬的人物人格，而又多不肯去崇敬歷史上的人物人格。」三、「不是全莫有依抽象的目標概念，所成之社會性、政治性的團體組織，而兼是依各種抽象的目標概念所成之團體組織與其分子間，恆只賴共同利害之計較而結合，而其相互之間恆彼此自成界線，…而不能互相配合，共建國家。」

唐氏認為過分標舉科學知識將會遠離人具體實存，彼所論科學知識不應居文化高位是指看待科學的態度而非科學研究的對象。他認為科學態度的特色是「以一人之理智，運用概念符號，依規則加以構造推演，以面對經驗的對象事物，從而說出其普遍性向，一般律與共同之理，以預測對象事物之未來，以便加以控制之態度。」
此可關聯科學知識本身強調對列性思維，重視分別性、普遍應用及控制性。各種基於科學精神發展出關於人的生理及心理之知識，亦是將人當作客觀外在對象來進行抽象研究，故唐氏肯定存在主義主張人當由抽象存在回到具體實存的呼籲。

唐氏認為欲回復人具體實存，就積極義而言，一方面須賴人自身的道德自覺，進而對所處時代產生共同感受；同時，建立通於人類生存價值的各種學問與文學、藝術，使人與人產生良好感通，即此建立實存之社會；在消極方面，透過破除抽象理論產生的種種偏執，亦有助於恢復人我的實存互感。唐氏言道：

「在根本上仍繫於中國人之道德精神之有一真正的提升。其次繫於中國人之真實的自覺其當前的共同的歷史地位，並通過此共同的歷史地位之認識，而以其道德精神相互感染鼓舞，以形成一今日中國之人物人格之世界，以共擔負其時代之責任。…此皆要在吾人真正重視為人之學與歷史之學。亦必須有真正偉大之文學藝術，以使人與人之能真正互相通情達意。再必須有依於真正價值感之哲學智慧、哲學思想，以一面破除一切以偏執之抽象理論主義、知識、概念，虐殺具體人生存在之思想，而一面促進人與人之價值感之彼此共喻而逐漸形成一中國之人與人互為真實存在之中國社會。」

關於破除偏執的抽象理論一說，唐氏恐遭人誤解成忽視客觀知識的重要，故而補充說明道：「然而我們之最後結論，亦並未完全抹低一切抽象普遍者，及一切科學哲學之理論知識之地位。我們之目標只是避免化人為抽象的存在，而要使人成為具體的真實存在，而使科學歸於其本身應得的地位。…人之思想中之迷妄去掉以後，我們能對一切抽象普遍者一切理論知識概念之地位，有一真實認識。」

上述引文極為重要，足見唐氏絕非反智主義者，其關切者是人的具體實存，反對的是過度標舉知識理論反使人淪為抽象存在，使得這些知識理論不僅無益於人的自我瞭解或助於人我的實存互感，反倒造成人我的疏離、外化，甚至產生種種對立衝突，故而主張對科學態度加以限制，將之限定在只是「人對世界的態度之一」。

然僅是如此理解唐氏對知識的見解並不充分，須進一步瞭解唐氏關於「人的學問次第之重定」的主張。
在西方的學問次第是以愈抽象，愈具概括性的學問次第愈高，唐氏對此作了修訂，提出：一、為人之學，二、歷史，三、文學藝術之學，四、哲學，五、社會科學， 六、自然科學，七、形數之學與邏輯。

表面看來此作法是將西方學術次第作了修正，但事實上亦是將各學門的研究態度及方法作了重要調整。唐氏指出此實本於傳統「經、史、子、集」之書籍分類，
居愈高次第者代表「愈由人之更深廣的對其自身之存在地位之自覺而出。」
而居首的「人之為人之學」，唐氏解釋道：「任何人之道德精神，皆為依其所持之當然理想、價值意識，以直接主宰其內心之意志，進而能改變其個人之生活行為之世界，亦同時間接能改變他人之生活行為，及所在社會人群之世界。」

唐氏所以重新釐訂學問次第，是欲扭轉抽象知識掛帥的局面，將有本有源的道德精神學問作為學問最高、最根本者，即此而向下推衍，皆以能關聯於吾人具體實存作為各學問之研究重心。因唐氏意識到人若淪為抽象存在的危機，所謂抽象存在是指人失去主體性、自由性及真實存在性，
人對己及他人將無真實感情，只是一外在物，只考慮人的效用與工具性，更極端者易產生極權組織與制度。

如果說唐氏反省的是知識過度擴張對人類社會造成的危害，牟氏則是對知識作了恰當的安頓，彼將道德與知識作用的範圍作適當區分。牟氏認為觀解理性有其必要性，彼言道：「(架構表現)它的底子是對待關係，由對待關係而成一『對列之局』，…而架構表現之理性也頓時失去其人格中德性，即具體地說的實踐理性之意義而轉為非道德意義的『觀解理性』或『理論理性』，也因此是知性層上的。…民主政治與科學正好是這知性層上的『理性之架構表現』之所成就。」

牟氏肯定觀解理性之架構表現，尤其是現今之科學與民主皆端賴於此。以人類社會中的政治領域為例，有一部分必須與道德價值區隔開來，就其獨立性進行討論，此部分可以作科學意義的合理、客觀之要求，如討論有關權力之分配，權力義務之關係等，即此可建立一套政治學。
至於與價值根源相關的部分，則可化歸宗教道德或形上學層次。

故而牟氏將政治領域區分三個面向：一是政治學教授關心的「名言」部分，二是民主政治實踐者所關心的具體實踐部分，三是從人性活動的全部或文化活動立場立論者。
此三者各有其重要性，不可含糊化約，否則易流於牟氏所稱格律教條化的政治或道德，產生所謂泛政治主義或道德主義。表面看來第一項較合於觀解理性之表現，然事實上後二者亦有觀解理性可作用處，例如第二項，正確的認知，可助於正確的實踐。第三項文化活動的切入，其實亦可從客觀研究，提出相關見解。足見此三面向均有觀解理性發揮之空間。

此外，牟氏本身將該區分的部分清楚釐清，便是一種觀解理性的展現，使人避免接受不合理的思想信念。

牟氏亦針對觀解理性與道德理性的關係，提出道德理性「曲通」開出觀解理性。牟氏言道：「自由無限心既朗現，我們進而即由自由無限心開知性。這一部開顯名曰知性的辯證開顯。知性，認知主體，是由自由無限心之自我坎陷而成，它本質上就是一種『執』，它執持它自己而靜處一邊，成為認知主體，它同時亦把『物之在其自己』之物推出去而視為它的對象，因而亦成為現象。」

牟氏「一心開二門」之主張，是指吾人所具之自由無限心，既能表現無執的道德心，亦能表現執的認知心。正因吾心之發用乃自由無所限，故而在需要表現認知作用時，自由無限心便能自我坎陷發揮認知判斷作用；而當須發揮道德作用，又能朗朗自我開顯。此處所謂的「開」或「坎陷」是指辯證義「曲通」的「開」，吾心可以自由無限地表現道德理性，亦可辯證曲折地開出觀解理性，此皆為吾心自在自主之表現，無一毫人為造作，在適當時機能發揮道德判斷與認知作用。

牟氏指出傳統儒學之限制在於偏重理性之「內容表現」與「運用表現」，缺乏西方重視理性之「外延表現」與「架構表現」。
既然在理想上吾心能適時發揮道德決斷與觀解架構之能力，何以會存在牟氏所稱吾國缺乏觀解理性之表現？關鍵實在於觀解架構亦須靠吾人之自覺，儒學傳統較重視道德實踐，對觀解架構表現較忽略，自然不著力於此，致使此能力隱藏不顯。

唐氏與牟氏均針對知識的部分作出深刻反省，唐氏從價值立場出發，提出科學態度應作適當制約，同時重視作為知識價值之源的部分。而牟氏則從客觀分析的立場出發，將不同層次的知識作適當的畫分，避免因含混而造成不必要的束縛。就共同處而言，二子均認為有必要對知識作客觀認識及適當定位，一方面可避免知識的濫用，另方面可將客觀知識與價值根源作適當區分，進而彼此充分發揮各自的意義與作用，且在實際運用時能作適當的連結。

牟氏認為當時吾國重要實踐課題即是如何實現現代化，但現代化並非單從科學精神來看，而是認為現代化之重心是在民主政治的表現，而科學與民主之關係是，科學助於實踐民主政治之架構表現，而民主政治亦反過來提供科學發展之理想環境。牟氏言道：「科學知識是新外王中的一個材質條件，但必得套在民主政治下，這個新外王中的材質條件才能充分實現。否則，缺乏民主政治形式條件而孤離地講中性的科學，亦不足稱為真正的現代化。一般人只從科技的層面去了解現代化，殊不知現代化之所以為現代化的關鍵不在科學，而是在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所涵攝的自由、平等、人權運動，才是現代化的本質意義。」

然牟氏亦不諱言，現代化故值得稱美，然伴隨現代化產生的弊病，亦須加以重視，根本的病源便是「人類精神的量化」，是因過度追求外在知識及民主庸俗化，造成忽視價值德性的結果。牟氏言道：「科學之發展固是知識上之佳事，然人之心思為科學所吸住，轉而對于價值德性學問之忽視，則亦正是時代之大病。自由民主之實現固是政體上之佳事，然于一般生活上亦易使人之心思趨于社會化(泛化)，庸俗化，而流于真實個性、真實主觀性之喪失，真實人格、創造靈感之喪失。…此後兩者所轉生之時代病，吾人名之為人類精神之量化，亦曰外在化。」

牟氏除了反省西方現代化的問題，亦針對吾國的時代問題作出深刻反省，關於吾國問題之反省，牟氏指出「一為政道與治道之問題，而主要問題在如何轉出。二為事功問題，用古語言之即為如何開出外王之問題。」
而解答關鍵在於「理性之『架構表現』與『外延表現』之轉出」，
亦即由「隸屬格局」轉向「對列格局」之思考。
而此隸屬格局的思考，便是科學精神對現今政治思想之貢獻所在，以下將順此理解唐、牟二氏如何本著道德理想主義對民主政治作出適當融合。

四 對道德理想主義關於民主政治論述之反思

關於道德理想主義之實踐，就個體而言是建立「立人極之學」，
就政治社會而言，則是必須關聯民主的與社會的，國家的與文化的。

在個體「立人極之學」部分，是指「他是一個道德的主體，但同時亦是超化自己，以升進於神明的，…即兼成為『道德性與宗教性之存在』。…在政治上即為一民主國家中之一真正的公民，而成為『政治的主體』。到人類天下一家時，他即成為天下的公民，…而仍為天下中之政治的主體。」亦即人透過主體自覺與充分挺立，一方面於自身實現道德理性，同時又能充分表現認知理性；而在社會實踐中，又能充分自覺成為政治主體，進而自覺成為成為天下公民。

政治主體自覺，除了可由自身實踐外，更重要的是社會成員若能建立此共識，便能形成集體之社會力量，而此正視民主政治之重要因素。牟氏認為民主政治便是打破過去將政權寄託於一人之想法，代以人民「自覺其為一政治的存在」
，進而以理想制度鞏固之，使政權為全民所共有。
至於與政權、治權、及權利義務相關法律之訂定，牟氏云：「這完全靠人民有政治上獨立個性之自覺而來，其內容即其所維護所保障的正義、人性、人道、幸福等。」

此外，關於治權，牟氏雖指出治權主要是靠選舉取得定期治權，
但選舉行為表現，亦須要人民自覺，此亦影響國家整體發展。

至於道德理想主義於政治社會之實踐必須關聯民主的與社會的，國家的與文化的。前者是就精神層面而言，後者是指實踐的場域。唐氏亦指出當時人類文化的兩大特性，一是文化問題是世界性的，二是現代之文化問題除純文化思想外，尚包含現實之社會、政治、經濟，以及文化思想與現實問題之相互影響部分。
此可與牟氏之論點併觀。

牟氏指出道德理想主義必須肯定民主政治，牟氏言道：「我們肯定民主主義，是為的保障天才而卻不許有獨裁。民主制度保障一般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等之自由，是廣度的說，保障天才是深度的說。」
此處牟氏區分民主制度廣義與深義，廣義部分較為人所知，但深義部分卻是牟氏獨到之見。

關於民主主義保障天才，牟氏之解釋是：「一、人的天才不能以作政治領袖為唯一的出路，天才的充分發展可以讓其轉為科學哲學藝術宗教方面的，即轉為文化的，…二、民主政治不但保住社會上天才之文化的發展，而且在政治上亦不許有以天才英雄自居而得以充分發揮其權力欲者。…天才二字直不許用於政治領袖或政治家，…某人有政治天才可以做政治家，…卻不同於那種以超人自居的獨裁者之為天才。」

牟氏鑑於天才式獨裁者為人類社會所造成的禍害，而而民主制度正可避免此類人物濫權而發動毀滅性的戰爭。最明顯的實例便是希特勒，若依牟氏所稱民主政治為人民開展了更多自由施展的機會，不必如中國傳統天才型人物易走向從政一途，但對真正具有政治天才傾向的人，仍會選擇從政一途，只是從政的方式不必如過去靠武力打天下，而是利用操縱民主機器，善於攏絡民心之手段取得治權。

牟氏說法只適用於在過去社會無法施展長才，鬱鬱以終的科學哲學藝術宗教方面的天才。正因天才人物只專於特定才能，善於科學、哲學、藝術、宗教之天才並不必然為政治天才，真正政治天才是能順應時代施展其政治長才的。

此外，牟氏指出造成希特勒獨裁之兩大成因中之一是反民主政治的庸俗化，
欲杜絕獨裁專制，解決民主政治庸俗化現象是個重大問題。當民主政治逐漸墮落，影響社會各項發展時，英雄主義的呼聲便趁勢而起。因此牟氏所稱民主政治能「禁止權力欲之無限的發展」，
只是在民主制度上軌道時的正面表現，一旦民主政治產生負面墮落現象時，反倒為政治野心者提供獨裁的舞臺。故而肯定民主政治的同時，必須正視民主政治庸俗化的現象，否則很難避免獨裁者乘勢而起，於此牟氏並未作進一步回答。除此，因應國家特殊利害，民主會自動退出，在此事態下，亦容易產生獨裁者，如海珊之流便屬此。

牟氏亦提出道德理想主義必然肯定社會主義價值，然非指空想的社會主義，重道德實踐的道德的理想主義，與重社會實踐的社會主義有其相容處，牟氏言道：「一、儒家以盡倫盡性踐仁的實踐的積極性為基礎，他們本質上就是實踐的，而他們的實踐復有原則的積極性。…二、內在地要實踐，這是從主體方面說，…即建體立極；…從客體方面說，要達成其實踐，必須還要了解社會方面之問題性，以及該問題的歷史發展之客觀性，即外在某方面史實發展之客觀性。」
牟氏指出結合了道德理想主義的社會主義，在主體方面具有盡倫踐仁之內在實踐，在客體方面能找出社會問題及認清其所以發生的原因，亦即道德理性與觀解理性自主發揮其作用，使道德實踐與社會實踐密切連結，成就現實事功。

牟氏將主體面、客體面作適當區分之說法、可呼應唐氏論現實民生與文化二者既分且合之關係。「分」主要是就現實問題的解決而言，當就實際問題作明確區隔，唐氏言道：「文化的領域要分，我不主張政治、經濟、社會之問題同學術思想、宗教、藝術全部合在一起，合在一起，不是解決的辦法…政治、經濟的領域同純文化領域要分的，分後可自有一配合。」
唐氏舉共產黨為例說明，「共產黨是拿政治的力量控制人類文化之各方面，它的觀點又是純經濟的觀點，它是不把政治、經濟之現實，與純文化力量分開處理的，因此只有產生此糾結，遺害人類。」
並言道「此中要分之理由，不能詳論。」
唐氏所以主張分開解決，一方面是指價值層面與現實層面當分開處理，另方面是指各領域皆有其專業性，必須分開面對。至於「合」便是指「分後可自有一配合」，是就價值意義處論現實政經問題與文化之相互結合。

而道德理想主義對社會主義之貢獻可表現在，救正馬克思主義過度強化現實經濟階級鬥爭思想，此套思想無法將社會問題向上提撕，必須借助道德理想主義，重新由人性喚起正義公道之重要。

牟氏透過道德理想主義與民主主義及社會主義結合，強化了民主政治的自由精神，亦認可社會主義平等之主張，牟氏不僅認為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是相成而非對立，且將二者與文化的、國家的關聯起來。

此處牟氏所稱「文化的」是指人受限於現實，且又實現於現實之理想或精神
。牟氏即此而說文化與國家之關係，因文化須實現於現實中，而所謂的現實是指「民族氣質」或「民族現實生活」。

關於民主主義與文化之關係，「民主主義保障文化，亦返而必受文化之指導與鼓舞。民主主義若不能作到含有保障文化受教於文化的理性的成分，則必成為暴民政治，成為虛偽欺騙，…結黨營私的政治。」
一方面民主主義提供文化自由的空間，同時文化亦可由理性價值豐富民主政治之內涵。

至於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及文化的與國家的四者間之關聯，牟氏言道：「人的文化不能離開現實，此所謂現實即是民族氣質，或民族的現實生活。因而文化亦不能離開民族國家。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若必歸結為文化的，則亦必歸結為國家的。所以道德的理想主義不但使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為相成而非相反，而且亦使兩者與國家主義亦相成而非相反，其中之關鍵，則為文化的一義。」

綜合牟氏所論道德理想主義之現代實踐，可知其意圖藉由道德理想主義從價值義來融攝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強化自由與平等(正義)之精神，方能避免產生民主庸俗化及極權社會。透過喚起道德理想主義，找回人真實生命及社會、文化之靈魂，同時亦正視社會、國家之現實性，讓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之民主、平等精神能真正落實於社國家社會之現實中，建立屬於當代的人類文化。

唐氏亦本道德理想主義談經濟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對立問題，強調從理念上調合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方面肯定私產制，同時又注重財產分配的公平性，遂提出「人文經濟」之理念，以此吸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優點，主張：「一方面肯定個人之私產之當存在，而人之據有其私產之意識，又須受各種『尊重他人之私產之意識』、『文化道德生活之目的之意識』、『為社會國家經濟之發展，願自限其私產之意識』之限制。」

唐氏從人文立場出發，提出「人文經濟」理念以發掘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深層的道德理性特質，以道德理性代替自然需求層面看待經濟問題，欲以文化道德意識主導經濟上關於生產、分配、消費之行為，即此泯滅私產與共產的對立，及個人與國家的對立。

資本主義對經濟活動之動機解釋成基於人本能欲求的滿足，
唐氏將此觀點轉成公心與超自利之動機。
而社會主義所強調之公平意識，唐氏認為正好可將「人文化」後的資本主義即「依於道德理性而公平的從事生產營利之公平意識」進一步拓展成「依人自身條件，以求分配人所實得之公平意識。」
。亦即唐氏擷取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核心價值—公平性，突顯生產與分配之公平性的重要性，即此展現人的道德理性。

關於道德理想主義與現實之結合關係，牟先生指出二者為「曲通」之關係。牟氏解釋道：

「曲通是以『轉折的突變』來規定，…這『逆』的意義形成是這樣的，即德性在其直接的道德意義中，在其作用表現中，雖不含有架構表現中的科學與民主，但道德理性依其本性而言之，卻不能不要求代表知識的科學與表現正義公道的民主政治。而內在於科學與民主而言，…即觀解理性與實踐理性相違反。…這表面或平列地觀之是矛盾，但若內在貫通地觀之，則若必須在此逆中始能滿足其要求，…由此一消融而成一『客觀的實現』，即表示曲而能通，…此處可使吾人了解辯證發展的必然性。」

肯定道德理想主義乃為人類活動找到價值依據，但為確保道德價值之實現，必端賴較理想的客觀制度保障之。在現代化實現過程中，欲實現科學與民主，必須使觀解理性充分發揮其作用。以民主政治為例，牟氏認為政治科學當與道德價值暫時區分開來，彼言道：「在架構表現中，此政體內之各成分，如權力之安排，權利義務之訂定，皆是對等平列的，因此遂有獨立的政治科學。而人們討論此中的各成分遂可以純政治學地討論之，力求清楚確定與合理公道。至於那投射出此『合理公道』所表示的價值意義之『價值之源』，或最高的道德理性之源，…而視之為道德宗教的事或形而上學的事。…自由必通著道德理性與人的自覺，…各種權利只是它的客觀化的成果而在民主政體中由憲法以保障之。」
但欲達到更高一層之理想目標，則須與道德價值曲通地消融，方能充分展現科學與民主之架構表現與價值意義，即牟氏所稱「相輔助以盡其美，相制衡以佉其弊」。

我們希望道德理性與觀解理性之恰當融合不只是偶然表現，而是更穩定的自由發揮理性之作用。「而超臨涵蓋於一切客觀對象之世界之上，而不沉沒於客觀對象之中，同時對其知識觀念，隨時提起，亦能隨時放下，故其理智的知識，不礙與物宛轉的圓而神的智慧之流行。而在整個的人類歷史文化世界，人為一『繼往開來，生活於悠久無疆之歷史文化世界之主體』，而同時於此歷史文化世界之悠久無疆中，看見永恆的道。」亦即由政治主體擴展至歷史文化主體，由「方以智」提升至「圓而神」之境界。使人的存在由有限性成為無限性，亦即使生理本能之困限，轉成生理本能順遂地表現德性與智性，由現實處境推擴成超越時空的歷史文化情境。
經由以上論述可發現一重要問題，雖從道德理想主義談民主政治，亦強調正視現實問題之客觀性，但從根源處談現實問題之解決，似乎仍無法正視於現實權力利害之複雜糾葛之強大張力。當然我們可以說民主主義及社會主義追求之自由與平等，是根源於人性道德善不容已之自然要求，而道德理想主義之定位也僅在於此。民主政治主要是為了從現實面解決專制問題，減輕百姓苦，但現實問題千頭萬緒，各階層間充滿複雜之利害衝突，國家利益與個體或社會特定群體間亦未必一致。實現民主政治之難處不在理想上知道應當怎麼做，而是從複雜實際作為間展現正當性、合理性才是更高難度的。

五 道德理想主義之反省與開展—重視人的有限性及提倡易禮樂之教  

唐氏與牟氏均肯定道德價值，但亦肯定架構表現之重要，並指出二者為既分又合之關係，分是為使道德理性與認知理性充分發揮其重要性，合是就文化整體而言，既有道德理性實現文化價值，而認知理性則透過實際政策、制度以保證並實現理想價值。即牟氏所稱「以(理性)內容的表現提撕並護住外延的表現，令其理性真實而不蹈空，常在而不走失；以外延表現充實開擴並確定內容的表現，令其豐富而不枯窘，光暢而不萎縮。」
透過二者既分又合的關係，方能將文化理想恰當落實於現實社會。

二子對吾國時代問題之反省，咸認為儒家政治思想擅長的是理性的內容表現，缺乏的是西方政治思想重架構分殊表現。
然須補充說明的是，唐、牟二氏所論是針對過去歷史即政治思想而發，而非指吾國現今發展無須重視理性之內容表現(道德理想主義)。事實上，儒家政治思想只存在部分知識分子心中，在歷代未曾真正落實過。甚至在過去現實社會中，多數廣大百姓自秦朝至清代已漸習慣長期被專制政治高壓治理，久而久之，對政治缺乏所謂自主觀念，在極權的環境下，人也缺乏生命力，只能被動地順著生理本能去適應環境。依上述兩點，便能見出吾國除了師法西方重架構外延表現外，仍當強調道德理想主義的重要。

總論唐、牟二氏之新外王學主要承繼孔、孟重視人的無限性，故皆主張重新正視道德理性來解決時代問題，即使論及現實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議題，雖可就各議題作客觀研究，然仍須重視現實問題背後的價值層面，從價值面思考道德理性如何指導現實活動，以及現實活動如何彰顯道德理性。

隨著現今時代變遷，吾人仍應繼續關心新的時代問題，個人認為二子所提的觀點仍可適用於今，只須稍作些調整。個人以為，雖然牟氏亦提出「人雖有限而可無限」之說法，但重心卻是擺落在「無限」上，直就人良心善性充分發用立論。前已指出唐、牟二氏所肯定的道德理想主義，雖能為時代之民主政治及科學朝到價值根源，但仍須面對現實實踐的問題。

故可於新外王之源頭—孔、孟思想外，加入荀子思想。相較孔、孟，尤其是孟子，主要是從人的無限性找到人存在之價值，而荀子則正視了人的有限性，故而提出「性惡論」。對於性惡論，岑溢成先生有獨到理解，將性惡區分「弱義的性惡」與「強義的性惡」二類，岑氏言道：「強義的性惡表是，假如不守禮義，…社會秩序就無法維繫，所以應該且必須守禮義；弱義的性惡的意義就更積極了，人天生並沒有禮義，假如人只是維持其天生的自然狀態，也就是惡，所以應該而且必須創制及篤守禮義。換言之，善是有待人為的努力去創造的，作惡固然是惡，沒有創造出善來也是惡，在這裡不容許有所謂無善無惡的。」「荀子的性惡論也許不是荀子正面的主張，但他實在表現了一種極端的人文主義。」

所謂從人的有限性著眼，並非否定人具有無限性，反倒是將人的有限性與無限性作緊密關聯，一方面正視人的有限性為人類帶來的諸多苦難，因為唯有正視人的有限性，方能對對人類苦難產生真正同情；另方面進一步思考人如何從有限性超拔出來，艱難地體現道德理性的光輝，讓人見出自身存在之價值，即使遭遇逆境仍能對人生充滿信心。

無論古今中外，多數人類仍是順著生理本能而活，於現實生活中勉強掙扎，政治領導人與其宣導各種高明的政策之重要，不如誠懇地將心比心，實際瞭解人民所需。無論政治、經濟政策，若能從人們的基本需求著手，很容易產生實際效用。此道理看似容易，且不難落實，何以現今各國真正實現者少之又少？個人以為問題出在，不僅百姓囿於人自身的有限性及環境的制約，各國的當政者亦受困於自身及環境之限制。此正可說明何以儒家肯定聖王在位，認為唯有聖王方能真正落實王道仁政之理想。但鑑察古今，真正屬聖王當政者，相當罕有，僅能舉出數位表現較佳的領導者。在此現實下，便可知何以理想的人類社會一直未能出現。

故而當吾人談現今時代問題，一方面須正視人的有限性，無論百姓，甚至各領域的領導者皆然，若端靠某位人物或某群人士的道德自覺來解決社會問題是不可能的。但在正視人的有限性後，可就可要求之範圍作提升，成就外王事功尚須高明的政治敏感度及出眾的治事能力，勤奮負責的態度，須群策群力共同完成之；另方面尚須正視政經問題之複雜性，必須審慎作出決策，如此既能正視人的有限性又能面對問題的複雜性，便能更全面而深入地面對現實問題，找出解決對策。

以現今臺灣社會為例，有三個重要問題有待解決，一是誤將民主與法治畫上等號，二是誤將自由理解成極端的個人自由，為社會帶來不穩定的因素，三是誤將民主與選舉畫上等號，此足見出臺灣社會對民主政治之實行仍不徹底。

若擴大世界潮流考察，隨著資訊化社會日新月異之發展，網路的盛行，為人類生活方式產生重大變革，影響了人類政治、經濟之現實生活及純文化之發展，以下將從資訊科技為人類社會帶來的影響分別從正面與負面進行論述。

在政治方面，人們透過資訊更重視自身之權利，且資訊相當重視自由開放，無形中加速民主發展。此外在國與國之間產生兩種不同變化結果，一是藉由資訊使用拉進了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距離，二是資訊發達國家與資訊落後國家之文明差距愈來愈大，無形間資訊發達國家控制了資訊落後國家。

在經濟方面，伴隨資訊時代而來的經濟問題是「全球化」的形成，另方面亦有「反全球化」的聲浪，主張全球化者關切的是如何為全球化建立新的遊戲規則，而反全球化者則思索如何反制全球化的強大潮流，以保存各國或各民族之特色，亦即全球化與反全球化代表中心與差異觀念之對立。此外，隨著資訊科技發展，善於掌握資訊科技與資訊技術落後者所產生財富分配不均的不公義現象愈形嚴重，如何為資訊時代找到更理想的發展方向是極重要的。

在社會方面，人與人間的相處方式明顯與過去不同，藉由資訊便利拉進了現實人際距離，但同時由資訊帶出的虛擬世界，對某些人而言已漸取代真實世界。
既然人皆不免受限於生理欲求之滿足，且易受現實環境之牽引，則當如何找到自己的恰當定位及建立更理想的現實生活環境，此可援引民主精神作思考。民主主義的根本精神就是人民自己作主，當人愈瞭解自身的特色與限制，對自己所處環境愈關心，就愈能決定自己的命運；反之，若漠視自身之自主權利，很容易被他人宰制而邊緣化。

至於個人當如何自主，其具體作法便是充分實踐自身之道德理性與觀解理性，實踐道德理性可以找到自身存在之價值，同時也能體現社會上公道正義的重要；實踐觀解理性，可以讓自身更瞭解所處的現實環境，利於發覺並解決問題。

但此自主過程，除了靠本身自覺與修養外，亦可透過教育來協助，此處所謂教育並非指現今僅著重的智育教育，而是指結合道德、理智與人文教育，關於此唐氏曾提出「教育意識」以替代「道德意識」，唐氏言道：「吾所有之人格進步，普遍化於他人，使他人成就其文化生活與人格，如自己成就其文化生活與人格然。」，除此尚須進一步強調教育者須「忘記」自己在教育或成就他人。
亦即注意教育的態度與方法，應避免形成威權教育或落於僵化教條，且須將此信念除了學校外，當推行於家庭、社會。唯有暫時跳脫目前的流行價值，重新穩定自身的方向，方能讓自己不致迷失其間，反能正面發揮自己的價值。

就整個國家社會而言，除了攸關民生的政治、經濟、法律外，文化教養是很重要的，而我們所欠缺的正是深層的文化教養。於此，有必要從傳統中再次找回文化生機。此並非意指忽略我們現存環境，而是因現存環境出現病癥，病因是多數人受困於現實政、經因素限制，缺乏為什麼而活的動力，若社會文化能提供源頭活水，便能提供成員悠遊的天地。然此文化生機不單純只是道德心性的問題，而是從實際日常民生長養出來的。就儒學而言，易教與禮樂教可作為參考之方向，以下將僅作原則性的說明，暫不予詳論。

以易教而言，《易傳》是孔子思想之展現，內容關聯於個人修為、身心欲望、處世之道、人際關係、及攸關民生之刑罰、祭祀、厚生、教育、勞動、制曆等。若能深入鑽研《易傳》中＜彖傳＞及＜象傳＞部分，便能見出儒家並非強調純粹超越義的善，而是著重如何透過日用倫常的正當性來體現善。
過去儒家提倡禮樂教化，藉禮樂教化助個人立身處世，實現秩序與和諧互融之社會。關於禮樂之精神，就禮而言，可分為禮之根源、禮制及禮教。《禮記．曲禮上》記道：「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此乃儒家所重仁禮一致，及以禮教正風俗之觀點。岑溢成教授亦曾針對此言道：「恭敬之心、辭讓之心…也就是禮之原初具體而微的表現，…這就是禮之根源。…禮儀、禮制實際上就是恭敬之心、辭讓之心之具體化客觀化。」「透過因時制宜的禮儀和禮制，使人的行為得到節制，藉以化除人的物欲私意，使人之良知善性得以順遂發露，由此踏上成聖成賢之路。這是從禮的教化功能上說禮，這就是禮教。」
至於樂，其精神當是惻隱之心，樂教則是指透過理想的音樂進行教化，使人心歸於純正。

就現今而言，禮樂之精神其實仍可適用於當世。禮教對個人而言，並非強烈壓制人的本能欲望，反倒是透過適當節制，而能更自在伸展，此理想即是即孔子所稱「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故而在一張一弛間，使人之生理欲望得到適度引導，反益於道德良心之開顯。就社會而言，一個合於普遍人的道德本心且因時制宜的禮教能適當安排人倫之互動關係，形成良善的社會秩序，而社會亦在一張一弛的收放之間表現自由而不失序的境域。

至於樂教，亦非現今強調的音樂技法，而是結合形式與內容的理想音樂，當然樂教亦須因時制宜，不必標榜聖王音樂之境界，只要能表現真、善、美價值者皆可屬此，然須透過適當音樂修養及引導，方能達到樂教讓人身心和諧之境地。就社會而言，將樂教與人民生活自然結合，甚至配合其他藝術活動，讓人們在生活中自然接觸真、善、美人文作品，使人之身心得到恰當紓解，道德良知易自然流露，人際之間較能和平共存。

禮樂教化雖能減少人際交往產生的糾紛衝突，而提出良善有效的指引，但卻不能解決現實政治、經濟問題，若能配合理想的政治、經濟制度，便能建立一既有秩序性又有和諧性的社會；而個人減少因人際交往產生的困境，使個人在自家身心得到適當安頓。

此外，禮教樂教所欲表現既秩序又和諧的境界，對現今而言，其實是真正尊重差異，彼此相感互通的開放社會。唐氏曾對此理想社會作出描述：「我們理想的世界，不是無異之人與人同之世界，而是有異而相容、相感相通，以見至一之世界。異而相感相通之謂和。所以不名我們的世界為大同的世界，而名之為大和的世界。」
這才是真正既自律又自由的開放社會。

當吾人在談我們這個時代的新外王，除了可接續唐、牟二前輩所提出以道德理想主義為核心結合民主政治及科學精神外，或許可就我們所欠缺的文化教養部分作深刻思考，當社會無法提供讓成員生存的養分時，如何使成員身心得到適當安頓？又如何讓社會既和諧又有秩序？唐、牟兩位前輩已完成他們的時代責任，但如何將道德理想主義進一步與現實生活作恰當連結，便是我們後起者當努力的方向。
�本文業經中央大學哲研所博士鄭文泉先生二番深入指正，特此致上謝忱。


�「外王」一詞出自《莊子．天下篇》：「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牟宗三先生對外王之解釋是：「外王即是外而在政治上行王道，王道則以夏、商、周三代的王道為標準。」出自《政道與治道．新版序》，學生書局，民國80年4月，增訂新版4印，新版序之頁12。


�關於當代「新儒家」之稱呼，牟先生嘗作如斯之解釋：「凡是合乎理性的都可以支持儒家，而不同的時代問題亦正是使儒家永遠是常新而又無所謂新者。…宋明時代的儒家被稱為新儒家，這個時代的儒家也被稱為新儒家，隨時代而為新，以後永遠這樣。」，出自《寂寞的新儒家．當代新儒家(答問錄)》，吳明訪問，夏棻整理，鵝湖出版社，民國81年8月初版，頁183-184。


�此處所以稱唐氏外王學從廣義文化出發，此可由唐氏《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所談的相關議題見出，唐氏於本書第三章談及家庭、第四章論政治、第五章論科學哲學之道德價值、第六章論文學與藝術、第七章論宗教、第八章論道德、第九章論體育、軍事、法律、教育，涉及了文化諸領域，即此可見唐氏著重文化諸領域之思考。《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學生書局，民國92年4月，全集校訂版2印。


�牟氏於《政道與治道》指出彼對於「中國文化」之思考限定在「以儒家作主流所決定的那個文化生命的方向及文化生命的型態。」，並不是指「以往隨各時代所表現的那些文化現象、文化業蹟的一個總集、總和。」，《政道與治道．新版序》，新版序之頁17、18。


�至於「新外王」之相關主張分別見於《歷史哲學》、《政道與治道》及《道德的理想主義》三書，其中《政道與治道》更是較集中而深刻闡述其「新外王」思想。


�《政道與治道．序》，序之頁2。


�《政道與治道．新版序》，新版序之頁12。


�牟氏指出其《道德的理想主義》、《歷史哲學》、《政道與治道》皆為這個階段寫成之作品，並指出唐氏於此時亦完成《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等著作。見於《道德的理想主義．修訂版序》，學生書局，民國81年9月，修訂版7印，頁1。 


�《道德的理想主義．修訂版序》，頁1。 


�牟氏指出：「吾人所處的時代是『觀念災害』的時代，…共檔以其邪惡之觀念系統道處決裂澌滅。」《道德的理想主義．序》，頁7。 


�《道德的理想主義．序》，頁7。 


�《道德的理想主義．序》，頁5。 


�牟氏云：「因好善惡惡，為善去惡，皆根於此故。」《道德的理想主義．理性的理想主義》，頁15。 


�關於「道德實踐的理性」、「理論理性」(「邏輯理性」)之名詞見於《道德的理想主義．理性的理想主義》，頁16、17。 


�牟氏云：「因好善惡惡，為善去惡，皆根於此故。」《道德的理想主義．理性的理想主義》，頁17。 


�牟氏云：「如果應當之命令所表示之理想是公而無私的，則必是正義的、客觀的…自其足以指導吾人之行為言，即自其足以指導吾人革故生新言，它是一個『理』，這個理從怵惕惻隱之心發，所以是『天理』。天理即是天定如此之理，亦即無條件而定然如此之理自其為公而無私的、正義的、客觀的言，它是一個有普遍性之理即它是一個普遍的律則。」《道德的理想主義．理性的理想主義》，頁17-18。 


�牟氏指出：「盡倫即是盡其性，盡其性即是在此踐仁。在盡倫盡性踐仁的實踐中，他們證實了怵惕惻隱之心及此心中之天理。」《道德的理想主義．道德的理想主義與人性論》，頁36。 


�此說法雖是針對《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一書寫作之宗旨而言，然卻可縱貫唐氏著作之精神所在，出自《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自序(二) –明本書宗趣，頁5-6。 。


�《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自序(二) –明本書宗趣，頁6。


�《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自序(二) –明本書宗趣，頁6。


�《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自序．本書各章大旨》，頁20。


�《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人的學問與人的存在．(九)個人主體意識與客觀文化目標之再造》，頁106。


�《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人的學問與人的存在．(九)個人主體意識與客觀文化目標之再造》，頁106。


�《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人的學問與人的存在．(九)個人主體意識與客觀文化目標之再造》，學生書局，民國77年11月全集初版，頁106。


�《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人的學問與人的存在．(十)吾人對中國社會重建問題所提出之數點意見》，頁115-116。


�《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人的學問與人的存在．(二)科學態度與科學真理之限制》，頁78-79。


�《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人的學問與人的存在．(十)吾人對中國社會重建問題所提出之數點意見》，頁116。


�《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人的學問與人的存在．(十一)結論》，頁120。


�《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人的學問與人的存在．(二)科學態度與科學真理之限制》，頁78。


�《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人的學問與人的存在．(四)人的學問之次第之重定，與為人之學與歷史學》，頁91。


�《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人的學問與人的存在．(四)人的學問之次第之重定，與為人之學與歷史學》，頁91。


�《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人的學問與人的存在．(七)總論諸學之意義》，頁102。


�《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人的學問與人的存在．(七)總論諸學之意義》，頁100。


�《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人的學問與人的存在．(四)人的學問之次第之重定，與為人之學與歷史學》，頁91。


�《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人的學問與人的存在．(八)人之真實存在性喪失與化為抽象存在之危機》，頁103。


�《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人的學問與人的存在．(八)人之真實存在性喪失與化為抽象存在之危機》，頁104-105。


�《政道與治道》，頁52-53。  


�此部分意思，依牟氏《道德的理想主義》60頁所論整理而成。  


�此部分採牟氏《道德的理想主義》59頁之說法。  


�此處採牟氏所言：「名言上的清楚確定，…這只是政治學教授的立場，不是為民主政治奮鬥的實踐者的立場，亦不是從人性活動的全部或文化理想上來說話的立場。」《道德的理想主義》，頁60，即  此將之區分為三種不同層面。


�《現象與物自身．序》，學生書局，民國79年3月，初版4印，序之頁7。


�《政道與治道．序》之頁1。


�《政道與治道．新版序》，新版序之頁16。


�《道德的理想主義．序》，頁3。 


�牟先生語，《政道與治道．序》之頁1。


�同前註。牟先生對「內容表現」與「外延表現」之解釋：「在邏輯上，有內容命題與外延命題之分。繫屬於主體的句子為內容命題，…脫離主體而可以客觀地被主斷的連結為外延的連結，故其所成之命題亦為一外延命題。」「由『仁者德治』所開出的『物各附物』之精神與『就個體而順成』之原則是『理性之內容的表現』，而通過階級對立以爭人權、權利、自由、平等，並進而論國家之主權，政府權力之分配與限制等，則是『理性之外延的表現』。」，《政道與治道》，頁144。


�牟先生解釋「對列格局」：「尊重對方，即是成兩端，兩兩相對，此即是個『對列的格局』。」《政道與治道．新版序》，新版序之頁23。至於「隸屬格局」則為上下之臣服關係。


�唐、牟二氏對民主政治之反省，此處因牟氏對此問題關注較多，故而筆者在行文上會稍側重牟氏之觀點。 


�此見於唐、牟及張君勱、徐復觀所合撰之＜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文中論及對世界學術思想之第三項期望是建立「立人極之學」。


�《道德的理想主義》，學生書局，民國81年9月，修訂版7印，頁46。 


�牟氏言道：「人民有其政治上獨立的個性，而此獨立的個性之出現是靠著人民有其政治上的自覺，自覺其為一政治的存在。…人民因其政治上的自覺而成為『敵體』。」《政道與治道》，第3章，頁53。 


�牟氏言道：「把寄託在個人身上的政權拖下來，使之成為全民族所共有，即總持的有(而非個別的有)，而以一制度固定之。」《政道與治道》，第3章，頁53。 


�《政道與治道》，第3章，頁53。 


�牟氏言道：「不是聖君賢相下的吏治之意義，…民主政體下的政治運用只是因選舉、被選舉而取得定期的治權。」《政道與治道》，第3章，頁53。 


�《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當前世界文化問題．(二)當前人類文化問題的特性》，頁7、8。 


�《道德的理想主義》，頁48。 


�《道德的理想主義》，頁51。 


�兩大成因分別是：一是反對馬克思主義毀滅人性、個性及否定價值、理想，二是反民主政治的庸俗淺薄，茍且虛偽。出自《道德的理想主義》，頁49。 


�《道德的理想主義》，頁52。 


�《道德的理想主義》，頁53。 


�《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當前世界文化問題．(五)結論》，頁21。


�《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當前世界文化問題．(五)結論》，頁21。


�《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當前世界文化問題．(五)結論》，頁21。


�《道德的理想主義》，頁57。 


�《道德的理想主義》，頁57。 


�《道德的理想主義》，頁53。 


�《道德的理想主義》，頁57。 


�《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頁178。


�《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頁177。


�《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頁120。 


�《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頁130。


�《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頁154。


�《政道與治道》，第3章，頁57。


�《政道與治道》，第3章，頁59-60。


�牟氏談及科學云道：「科學之獨立性是由理性之架構表現而定，其與道德之關係則以曲通而明。凡是真理皆當有關係，相輔助以盡其美，相制衡以佉其弊。」《政道與治道》，第3章，頁58。


�《政道與治道》，第8章，頁160。


�牟氏之觀點明清楚表現於《政道與治道》一書中，分別從歷史事實及儒、道、法之政治思想，尤其是儒家作深入反省。而唐氏則從中西文化整體發展作考察，彼嘗言道：「一方是推擴我們所謂道德自我、精神自我之涵義，以說明人文世界之成立；一方即統攝人文世界於道德自我、精神自我之主宰之下。我認為中國文化過去的缺點，在人文世界之未分殊的撐開；而西方現代文化之缺點，則在人文世界之儘量的撐開或淪於分裂。…唯在指出道德自我、精神自我之存在與各種文化活動之貫通。我希望中國將來之文化，更能由本以成末，現在西方文化更能由末以返本。這亦即是為中西文化理想之會通，建立一理論基礎，而為未來之中西文化精神之實際融合，作一鋪設之工作。」《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自序(二) –明本書宗趣，頁6。


�＜荀子性惡論析辯＞，《鵝湖學誌》，1989.09，第3期。


�《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頁616、617。 


�岑溢成先生曾指出禮之三重意義：一、即「禮儀、禮節，以至由禮儀、禮節所組成的系統制度，即所謂禮制。」「在這意義下，禮是可以增益減損的，是沒有經常性的。」二、「透過因時制宜的禮儀和禮制，使人的行為得到節制，藉以化除人的物欲私意，使人之良知善性得以順遂發露，由此踏上成聖成賢之路。這是從禮的教化功能上說禮，這就是禮教。」三、「是就禮之根源而說的。仁、義、禮、智，都是良知善性之德性。恭敬之心、辭讓之心…也就是禮之原初具體而微的表現，…這就是禮之根源。」「禮儀、禮制實際上就是恭敬之心、辭讓之心之具體化客觀化。」《鵝湖雜誌》


�《禮記．雜記下》記載：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唐君毅先生紀念集》，學生書局，民國68年5月，頁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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